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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

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

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

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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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经济不平等是不平衡和

不充分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年来,作为经济不平等主要表现形式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得

到广泛关注,而消费不平等的重视度相对不高.事实上,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总体呈扩大趋势,且近

２０年间上升了６７％[１],相较于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能够更好地体现居民的福祉水平和差异化表

现,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大[２].其中,消费不平等内在包含群体消费不平等和个体消费不平等,
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测度的群体消费不平等大致反映整体的不平等状况及变化趋势,导致

消费水平不同的个体拥有相同的不平等感,忽视了个体对不平等程度的感知差异.现实中,个体往往

通过与参照群体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发现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状态,由此产生被剥夺感.个体间

的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对剥夺的改变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影响消费者的真实福利差异,而且会作用

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３].因此,探究个体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作用,对于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促进民生福利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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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家庭及个人的转移支付政策是财政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具有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４],
中国９０％以上的财政再分配是通过公共转移支付实现的[５].近年来,我国政府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

和保障程度不断提高.其中,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支付主要以社会保障、救济和福利等方式实现,
通过直接提高低收入和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及收入分配状况.依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２０２２年全国人均转移净收入６８９２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１８．７％① .可支配收入

的增加使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从而缩小了因制度、市场和个体因素等导致的消费差距,是改善消

费不平等的重要途径[４].现有文献大多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的

影响,且基于整体消费不平等的视角展开研究,但忽视了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无
法刻画个体在参照群体中的相对剥夺程度.根据相对剥夺假说,相对剥夺不仅与个体的绝对利益(收
入或消费)水平的改善有关,还和个体与参照群体利益相比得到的相对利益有关,甚至相对利益更为

重要[６].实际上,公共转移支付在改善各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上具有非均衡性,尤其是在激发弱势群体

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和均衡消费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水平提升的差异性将导致个

体在参照群中与其他消费者对比的相对差距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因此,公共转移

支付可能对个体消费相对剥夺产生影响.文章通过构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标来衡量个体间的消费

不平等,深入探究公共转移支付与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关系,对于全面理解我国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收

入调节作用,以及完善公共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政府面向个人及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是改善居民消费不足和消费不平等的有效政策工具,其收

入增长效应、再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公共转移支付的直接

消费效应,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对改善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具有积极影响[７].一方面,政府对个人

及家庭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提升相对贫困和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现期收入水平,放松家庭流

动性约束,这不仅提高了弱势群体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为他们进一步实现发展性消费需求提供可能

性,从而改善他们的消费结构[８].另一方面,公共转移支付为困难家庭应对不利冲击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帮助抵御风险[９],改善居民未来收入预期,缓解家庭预算约束的限制,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需

求,并增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从而实现消费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但也有一些学

者认为政府转移性支出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受到经济周期、政策覆盖率、瞄准效率及补助

力度等因素的影响[１０].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个体相对剥夺层面研究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消费不平

等的研究甚为缺乏.已有文献较多关注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城
镇内部消费差距、农村内部消费差距和总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１１][１２][１３],但对消费影响的比较尚未给

予充分考虑,从而忽视了公共转移支付对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其中,边恕和张铭志使用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县级层面数据,发现扶贫转移支付有利于降低城乡居民总体消费差异,
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与缓解流动性约束实现的[１２].周广肃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实证检验了推行新农保可以有效降低农村的消费不平等程度[１１].罗浩和周延实证发现养老

保险降费会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家庭收入不平等是养老保险降费影响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

中介变量[１３].Forteza和Rossi认为转移支付与税收制度相结合,通过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弥
补低收入之不足来降低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程度[１４].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不能对转移支付缩小地区

间收入或消费差距的效果过于乐观[１５],只有补齐低收入群体短板,给予该群体更高水平的公共转移

支付,社会整体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有效降低[１１].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个体不仅关心自身的消费,而且更加关心参照群

体内他人的消费,由于社会比较产生的差距感知将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与决策.宏观层面的整体消

１４



费不平等会出现“总体性偏误”的结果,导致不同个体在特定群体中拥有相同的消费不平等感知,从而

掩盖了不同个体消费变化对不平等的贡献.因此,在微观层面分析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消费不平等

的影响时,采用个体层面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更为合适.在我国,个体层面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对

剥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１６]、养老保险降费政策[１３]、住房财富[１７]以

及家庭负债[１８]等,缺乏对于直接增加个体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其消费水平的政府行为对个人(或家

庭)转移性支出的影响研究.
本文可能的贡献表现如下.第一,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公共转移支付对整体消费不平

等的影响,然而整体消费不平等难以有效反映家庭消费分布的结构和规律,不能准确描述居民的现实

福利差距.本文将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引入分析框架,从微观视角探究公共转移支付与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的关系,拓展了公共转移支付的相关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上,不仅分析并检验了公共转移

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而且对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构性和异质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

的“福利依赖”效应进行了充分探讨,从而扩展和补充了相关研究.第三,理论层面上,分析了公共转

移支付通过缓解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

夺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本文研究有助于缩小

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增进民生福祉,以期对制定差异化公共转移支付政策提供有益

思考.
(二)研究假设

公共转移支付是政府实现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通常偏向中低收入弱势群体,目的是减少社会

贫富差距,从而促进居民消费,降低消费不平等.现实中,有限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充分支撑中

低收入、相对贫困家庭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由此在参照群体中产生相对剥夺感.然而,公共转移支付

作为家庭收入来源,能够通过直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使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张展

和尹华北在研究中发现,转移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且这一影响在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低收入弱势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１９].刘雯指出公共转移

支付和发放数额的增加会提高家庭总消费支出,低消费家庭受公共转移支付的影响更为显著[２０].此

外,扶贫转移支付、低保补助、精准扶贫政策等性质的转移支付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１２].公共转移

支付不仅影响个体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影响个体的消费相对剥夺.从家庭层面来看,为了在比较中彰

显社会地位,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弱势家庭可以利用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高其消费水平,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低收入水平消费者在参照群体中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家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消费相对剥夺.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１.

H１:公共转移支付能够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最关键的变量,收入不平等是引起消费不平等的

重要原因[２１].邹红等提出不同时期或者城镇内部、乡村内部收入不均都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关键所

在[２２].公共转移支付是我国再分配中用以调节收入水平、实现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方向明和金吴文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降低了居民整体、城镇内部、
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对于相对贫困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超过非贫

困家庭[２３].此外,政府对个人及家庭直接的公共转移支付,特别是五保户、低保户、特困家庭补助及

退耕还林补助等特定类型的扶贫政策具有较好的瞄准效率,为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和生产提供了

保障,有效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同时较高减贫效率[２４],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收入劣

势地位,即公共转移支付降低了家庭收入的相对剥夺程度.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
收入的增加会促使低收入、生计能力缺失的弱势群体增加基本生活消费支出,进而缓解个体的消费不

平等[２５].因此,个体获得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降低个体的收入不平等抑制个体消费不平等的扩

张,显著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从而缓解处于消费不利地位家庭的相对剥夺状况.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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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２: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居民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还与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有关[２６],其中收入不确定性

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２７].收入不确定性表明收入的不可预测性,当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

时,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会大于确定性下的边际效用.与其他短期收入相比,公共转移收入具有

较强的可预见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２８],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有利于增加居民福利,降低家庭面临的

收入不确定性,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２０].例如,养老金和退休金为老龄人口提供了可持续和稳定的

收入来源,有助于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低保补助、抚恤金等能够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

生活保障.如果居民在缺乏稳定收入来源时获得政府的补助,在面临风险时得到政府的兜底保障,政
府的公共转移收入就能够为居民提供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为家庭消费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２９].而且公共转移支付资金的获得有益于家庭有效应对不利的收入冲击,实现家

庭消费平滑.与此同时,家庭对未来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预期也会影响消费的平滑[３０],尤其是生产

性财政补助,不仅提高了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而且提升了居民增收能力,降低了收入的不确定性预

期,有助于改善消费水平,提升其在消费群体中的经济地位.由此,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缓解家庭

的收入不确定性降低居民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３.

H３: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改善收入不确定性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其作为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和行为,有利于改善居民收入

差距,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３１].其中,政府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的组成,对信任主体的行为决策具

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向民众提供生产、生活等现金补助,可以

更好地保障民生,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支持和满意程度.一方面,政府信任水平的提

升,有利于增强居民对外部世界的信心、缓解内心对社会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感知,提升消费

信心,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３２].另一方面,政府对家庭

的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改善贫困群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认识,增强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相信社会会为人的发展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与权利,激励个体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劳动参与和劳动生

产率改善经济状况[３１],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状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４.

H４:公共转移支付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
studies,CFPS)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该项调查数据涵盖社区、家庭和个人三个

层次,包含收入、消费、公共转移支付等多重变量,是家庭研究的大规模权威数据之一.本文以家庭作

为研究基本单位,根据需要对样本做出如下筛选:(１)为了有效缓解户主年龄对消费偏好的差异,户主

年龄小于２０岁及户主年龄大于６０岁的样本被排除在外;(２)剔除无法识别和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保
证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３)为了消除极端离群值的影响,对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资产在

内的各项指标进行上下１％缩尾处理.最后保留的有效样本规模为２０５０２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

家庭１３６３３个,占全样本的６６．５１％.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考察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RDc
it＝α＋γTrans_dumit＋βXit＋ηi＋σt＋εit (１)

式(１)中,被解释变量 RDc
it是指第i个家庭在第t年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式(１)考察家庭是否

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 Trans_dumit表示第i个家庭在第t年

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虚拟变量,系数γ反映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Xit为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个体、家庭及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ηi和σt分别表示家庭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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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考虑到同一家庭不同年份的干扰项可能存在相关性,使用家庭层

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调整.

１．被解释变量

对于家庭层面的消费相对剥夺,学者们一般采用 Yitzhaki指数、Kakwani指数和Podder指数进

行衡量.其中 Kakwani指数克服了 Yitzhaki指数和Podder指数的主要不足,具有标准性和无量纲

化的特性[３３],因此本文选用 Kakwani指数测度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其它两种指数用于稳健性检验.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② ,本文选取家庭所在区县样本作为参照群,将各受访家庭与参照群中比其消费水

平高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该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具体测度过程如下.
假设组群X中有家庭数量为n,组群内家庭消费分布为X＝(c１,c２,􀆺,cn),按组群中的每个家庭

的消费量进行升序排列,得到c１≤c２≤􀆺≤cn.μX 是组群 X中全部家庭的人均消费均值,μ＋
ck是组群

X中人均消费超过ck 的样本家庭的人均消费均值,γ＋
ck是组群 X中人均消费超过ck 的家庭样本量占

总样本X的百分比.根据定义,将每个家庭和参照群中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该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可表示为:

RD(ci,ck)＝Max(ci－ck,０) (２)
由式(２)可知,若ci＞ck,则家庭i对家庭k的剥夺为ci－ck,否则为０.
那么 Kakwani指数表示的第k个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为:

RD(c,ck)＝
１

nμX
∑n

i＝k＋１(ci－ck)＝γ＋
ck (μ＋

ck－ck)/μX[ ] (３)

２．核心解释变量

公共转移支付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在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与否,还体现在公共转移支付的持有

量上.为此,本文主要从两方面来衡量政府公共转移支付.(１)家庭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二值虚

拟变量,根据调查问卷对“过去一年,您家有没有收到下列政府补助?”问题的回答,若获得相应补助取

值１,否则为０.其中,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低保、退耕还林补助、农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补助

等)、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等.进一步地,仅有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问卷存在有关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具体类目,由此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划分为民生

性转移支付和生产性转移支付进行异质性检验③ .(２)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连续变量.考

虑到公共转移支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基于对“包括现金及实物折算,过去

一年,您家一共收到价值多少钱的政府补助?”问题的回答,采用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额占家庭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进行测度,以有效衡量家庭对公共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３．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了户主、家庭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婚姻状态;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城乡类别、家庭规模、是否创业、家庭收入、家庭资产、老年人

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地区特征方面控制了区县平均收入.主要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描述的结果

见表１.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估计

表２列示了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回归结果.为保证

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列(２)和列(３)逐步控制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的相关特征变量.估计结果显示,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家庭的平均消费相对剥夺程度低于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即公共转移支

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具体来看,与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相比,获得公共

转移支付会使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平均降低２％,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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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Kakwani消费
相对剥夺指数

区县层面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 ２０５０２ ０．４１７ ０．２２８ ０ １

核心解释
变量

公共转移支付
家庭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 ２０５０２ ０．６６５ ０．４７２ ０ １
公共转移支付数额/家庭可支配收入 ２０５０２ ０．０５６ ０．１６０ ０ １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２０５０２ ０．５１１ ０．４９９ ０ １
年龄 受访者在调查年度的年龄(岁) ２０５０２ ４４．３４７ １０．２４９ ２０ ６０
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年)④ ２０５０２ ７．５０７ ４．４７９ ０ ２２
健康状况 取值１~５,取值越大,健康状况越好 ２０５０２ ２．９４４ １．２２０ １ ５
婚姻状态 已婚＝１;未婚＝０ ２０５０２ ０．８８３ ０．３２２ ０ １
城乡类别 城镇＝１;农村＝０ ２０５０２ ０．４２０ ０．４９４ ０ １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人数(个) ２０５０２ ４．０２０ １．７１８ １ １７
是否创业 家中有人从事个体私营为１,否则为０ ２０５０２ ０．１００ ０．２９９ ０ １
家庭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２０５０２ ９．０９５ １．１６４ ０．２５０ １５．１０２
家庭资产 家庭人均净资产的对数 ２０５０２ １０．８２０ １．３００ ３．２１９ １７．０３８
老年人口抚养比 老人(６５岁及以上)所占比重 ２０５０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４６ ０ １
少儿人口抚养比 少儿(１４岁及以下)所占比重 ２０５０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７１ ０ １
区县平均收入 家庭所在区县平均收入的对数 ２０５０２ １０．８２７ ０．４３４ ９．４９１ １４．４１３

　表２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Kakwani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变量

(１) (２) (３)

Kakwani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公共转移支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家庭收入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性别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家庭资产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老年人口抚养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少儿人口抚养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９)

健康状况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区县平均收入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９)

婚姻状态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乡类别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常数项

０．４２９∗∗∗ ０．３９９∗∗∗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７)

家庭规模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
观测值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R squared ０．３４０ ０．３５２ ０．３６８

是否创业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 、５％ 和１％ 水平上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从控制变量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产生的影响来看,户主层面变量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人
们倾向于通过家庭储蓄的方式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抵御养老、医疗和其它不确定风险的增

加,使得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状况变差;户主受教育水平更高,其在劳动力市场因更具竞争优势获得更

高收入,进而使得消费水平高于其所在群体的其他家庭;已婚状态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相对较

低.家庭层面变量表明,相比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更高;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由
于收入来源更广,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金和物质帮助以平滑消费的能力越强,消费相对剥夺较低;收
入和资产财富更高的家庭由于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小,提升了其消费水平在参照群体中的排名;老年

５４



人口抚养比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均为正,表明处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口和

少儿人数增加,使得家庭面临更大的生活开支,家庭储蓄动机更加强烈;创业会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

夺,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特征来看,区县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

度越高.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基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如下稳健性讨论.(１)替换变量.首先,将核心

解释变量替换为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对数,发现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当其他变量不变

时,公共转移支付数额增加１％,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降低４．６％,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充分表明,公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状

况.其次,采用 Yitzhaki指数和Podder指数分别测度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

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公共转移支付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基准估计

结论.(２)改变回归方法.为排除时间、地区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我们

选择采用区县固定效应和时间与地区的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回归.(３)考虑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能

对私人转移支付产生“挤出”效应,为此本文检验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对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
参考周广肃等的做法[１１],我们选取“家庭从不同住的亲戚那里获得的经济帮助”的人均对数值为被解

释变量,家庭公共转移支付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依旧与上文保持一致.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

数不显著,说明如果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亲戚对其的经济帮助并未显著降低,即公共转移支付的

获得并未对私人转移支付形成挤出作用.因此,家庭消费水平将显著提升,有利于消费相对剥夺状况

的改善.
(三)内生性分析

回归模型可能因遗漏变量、双向因果或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内生性,引发模型估计产生偏误.具

体来看,家庭当年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以及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规模并非随机的,有可能与个体及

家庭的异质性特征密切相关,即公共转移支付覆盖的群体并非“随机样本”,而是“自选择”的结果;家
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可能影响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可能会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比
如户主性格特征、家庭背景等,而这些因素在定量分析中难以进行全面准确的量化.基于此,本文采

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控制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等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

处理.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２)

Yitzhaki指数

(３)

Podder指数

(４)

区县
固定效应

(５)

联合
固定效应

(６)

私人
转移支付

公共转移支付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３)

公共转移支付
数额的对数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观测值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RＧsquared ０．３６８ ０．４４１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７ ０．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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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工具变量法.根据工具变量的选择标准,本文选取家庭“是否获得私人性经济支持或赠予”以
及“是否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家庭公共转移支付获取与否的工具变量[７].一方面,
家庭是否获得私人性转移收入与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取情况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政府给予家

庭的公共转移支付具有一定的惯性,滞后期的家庭公共转移支付获取情况与当期是否获得公共转移

支付存在相关性,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除政府补助外,私人转移性收入的数

额通常较小,难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明显影响;滞后期的家庭公共转移支付获取情况与家庭当

期消费决策无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表４列(１)估计结果显示,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

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公共转移支付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这

一结论稳健.

２．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缓解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该方法将是否

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半径匹配、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等方法对样本实验组

(treated＝１,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和控制组(treated＝０,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进行匹配后,使用匹配

后的平衡样本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中,平衡性条件要求对协变量在匹配后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间的均

值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协变量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间的均值差异的P值多数大于１０％,
且标准化偏误多数小于１０％,说明协变量在匹配后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间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了共

同支撑和平衡性条件检验⑤ .表４第(２)~(４)列结果显示,基于半径匹配、１∶１近邻匹配法和核匹配

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估计基

本一致,表明本文结论具有可靠性.

３．控制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掀起了一场全面脱贫攻坚的斗争,在此过程

中,获得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家庭,可能本身就是贫困户,在“精准扶贫”斗争中获得了更多转移性支出

以外的帮助,这同样对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产生显著影响.中国精准扶贫政策于２０１３年提出,２０１４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施,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政策全面落地.为了排除精准扶贫政策对基准估计结果

的冲击,我们选择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将低于收入划分标准的家庭划分为受到精准扶

贫政策影响的家庭,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其中,精准扶贫政策规定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
年(对应CFPS中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分别以年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元、２６２５元、２８００
元和２９５２元为划分标准[３４].回归结果见表４列(５)和列(６).结果显示,控制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

后,核心解释变量公共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依然显著为负,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４ 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工具变量法

(２)

半径匹配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
近邻匹配

(４)

核匹配

(５) (６)

控制精准扶贫政策

公共转移支付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精准扶贫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０１５ １３７４８ １８８９５ ２０４９３ ３６１２ ９４２５

弱IV检验 ６１７．３９１(１６．３８)

IV可识别检验 ５４６．４０１(０．００００)

RＧsquared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８４ ０．３１８ ０．１８７

　　注:(１)列中,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量检验弱IV,括号内数值为Stock和 Yogo(２００５)[３５]在容忍１０％偏误水平对应的临界
值;KleibergenＧPaaprkLM 统计量进行IV可识别检验,括号内为相应的P值.结果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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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异质性分析

１．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差异

按照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分组,将其划分为以低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作人员供养直系亲

属抚恤金、救济金和赈灾款等为代表的民生性转移支付和以农业补助、退耕还林补助等为代表的生产

性转移支付[８],进而探讨不同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差异化影响.鉴于研究数据

的可得性⑥ ,本文采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５列(１)和列(２)结果显示,
只有生产性转移支付能够有效缓解家庭消费的相对剥夺程度.这表明,一方面,低保等民生性转移支

付参与率相对较低,且受众多为因病因灾导致劳动能力缺失、经济十分困难的个体和家庭.同时,民
生性转移支付政策在落实方面存在精英俘获、瞄准偏误等问题,没有切实帮助到目标群体,影响了民

生性公共转移支付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以农业补助为代表的生产性转移支付多用于生产性投资

以扶持和鼓励农民投入生产,达到实现农业发展、改善居民收入、提升内生化发展动力和自身发展能

力的目的.而且相关政策实施强调普惠性和公平性,有利于平滑农村居民消费,提升其在群体中的经

济地位.
　表５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生产性

(２)

民生性

(３)

贫困县

(４)

非贫困县

(５)

高抚养比

(６)

低抚养比

公共转移支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３０５ １６６８ ４９２１ １５５８１ ５３０６ １５１９６

RＧsquared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９ ０．２３２ ０．３５６ ０．２２４ ０．２３２

　　２．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差异

与非贫困县相比,贫困县地区在自然资源、制度和经济发展等禀赋方面有较大差距,而且居民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足等原因,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家庭收入水平通常较低,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程度较高.根据２０１２年公布的全国贫困县名单,将总样本划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个子

样本进行回归.表５列(３)和列(４)的分组结果显示,与非贫困县家庭相比,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地

区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更强.因此,公共转移支付促进家庭收入状况改善在贫困落后地

区的效果更加明显,而且对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作用更加显著.收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居

民消费,有利于缓解贫困县家庭消费相对剥夺.这一结论表明公共转移支付政策靶向性较强,有利于

贫困县家庭充分利用公共转移支付提升自身消费水平以缓解消费的相对剥夺状况.

３．家庭抚养比差异

随着微观消费理论的不断完善,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

因素之一[３６].家庭中少儿和老年人等非劳动人口占比会对家庭收入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高抚养比

家庭与低抚养比家庭在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相比抚养比较低的家庭,
抚养比较高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对高抚养比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可能更

大.我们采用家庭中非劳动力人口(１４岁及以下的少儿和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劳动力人口之比

来衡量家庭抚养比,按照家庭抚养比是否大于等于０．５进行区分.表５列(５)和列(６)回归结果表明,
与低抚养比家庭相比,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对高抚养比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更大.

五、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和提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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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为此,借鉴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回归结果见表６.具体

方法如下.(１)采用 Kakwani指数计算“区县层面参照群中各样本的收入相对剥夺”,以此检验家庭

收入相对剥夺在公共转移支付减小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中的中介效应,结果验证了公共转移支付通过

缓解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状况,进而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２)参考沈坤荣和谢勇的研究[３７],以家庭

人均收入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其对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城乡类别、家庭规模、是
否创业、家庭资产以及所在省份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所得方程的预测值和残差分别代表家

庭的持久收入和不确定性收入,系数大于０表示存在有利的不确定性,小于０说明存在不利的不确定

性.由于残差平方是其方差的无偏估计,因此对残差平方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列(２)结果显示,公
共转移支付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共转移支付通过增加有利的不确定性,降低不利的不确定性,
使得家庭的意外收入增加.结果表明,公共转移支付显著增加家庭有利的收入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

储蓄理论,居民家庭面临的有利不确定性增加(即人们的收入预期得以稳定)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
进而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３)社会信任中介变量选自 CFPS问卷:“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

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当受访者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时,取值为１;当回答“越
小心越好”时,取值为０.政府信任变量取自问卷“对干部/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得分变量为

０~１０,分值越大表示居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表６列(３)和列(４)结果显示,公共转移支付显

著增加了家庭的社会信任水平,尤其是对于政府的社会信任,从而促进家庭消费,改善家庭的消费相

对剥夺程度.由此,H２~H４得以验证,即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

不确定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表６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１)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２)

收入不确定性

(３)

社会信任

(４)

政府信任

公共转移支付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５０２ ２０４９３ ２０４９３

RＧsquared ０．２０１ ０．２５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９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公共

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

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情况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结果表明,相比于民生

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

消费相对剥夺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提高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
政府应增强政策的瞄准性和公平性,持续扩大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覆盖面和规模,注重将高抚养比家

庭纳入保障范围,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县的公共转移支付力度.与此同时,通过建立针对获益群

体的动态监测评估系统强化进出动态管理.如政府运用大数据思维对获益群体进行动态监测,对产

生“福利依赖”的群体进行警示,建立有效反馈机制,以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第二,践行差异化政策

管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应加强生产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巩固惠农政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

发展的积极影响,减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负担和阻碍,从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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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应向贫困县、高抚养比家庭等进行倾斜,对于较

发达的地区,应确保现有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实现公共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着力于解决

居民差异化需求.第三,注重提升相对弱势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加强公共转移支付政策与医疗、教
育、就业等其他配套措施的协调互补,鼓励低收入或低消费群体积极增加劳动供给,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提升收入稳定性,减少家庭脆弱性,消费提升效应才会充分发挥,进而缓解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状

况.如推行实施“百万农民工培训教育工程”,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

段的教育资助政策体系”,提升农村居民、经济困难学生人力资本,提升其职业发展能力,实现就业更

稳收入更高.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址https://www．stats．gov．cn/sj/zxfb/２０２３０２/t２０２３０２０３_１９０１７１５．html.
②默顿(R．K．Merton)认为,当自身处境与参照群中的其他个体相比较并发觉自己处于劣势时,意味着自己遭受了剥夺.这种剥

夺的衡量标准不是绝对的或永恒的,而是基于同某一变量(其他人、其他群体、过去的自己)的比较,因此这种剥夺是相对的.
③本文将公共转移支付划分为民生性转移支付和生产性转移支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异质

性影响.其中,民生性转移支付包含低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生产性转移支付
包含退耕还林补助和农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补助等).

④小学以下０年,小学６年,初中９年,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１２年,大专、高职１５年,大学本科１６年,硕士研究生１９年,博
士研究生２２年.

⑤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结果留待被索.同时,本文使用了不同匹配方法,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⑥由于只有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披露了家庭获得的公共转移支付的具体类别,因此本文将使用２０１２年

和２０１４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与此同时,由于调查数据并未对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各类目的数额进行明确区分,因此在清除同时获得生
产性转移支付和民生性转移支付样本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转移支付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此外,我们得出在不
清除同时获得生产性转移支付和民生性转移支付样本的情况下,研究结果没有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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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PublicTransfersontheRelativeDeprivationofHouseholdConsumption
XIEE　GAO Mengtao

(SchoolofEconomics,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２５０１００,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hineseFamilyPanelStudies(CFPS),thispaperempiricallyexaminesthe
impactofpublictransfersontherelativedeprivationofhouseholdconsumptionandthemechanism
usingatwoＧwayfixedeffectsmodel．TheresultsindicatethatpublictransferscansignificantlyalleＧ
viatehouseholdconsumptionrelativedeprivation,andthefindingsremainvalidafteraseriesofroＧ
bustnesstestsandalleviatingpotentialendogeneityproblems．Heterogeneityresultsrevealsthat
productivetransferssignificantlyalleviatehouseholdconsumptionrelativedeprivationcomparedto
livelihoodtransfers;publictransfershaveagreaterimpactonconsumptionrelativedeprivationin
poorcountiesandhouseholdswithhighdependencyratios．Mechanismtestssuggestthatpublic
transfersalleviatehouseholdconsumptionrelativedeprivationbyreducinghouseholdincomerelative
deprivation,improvingincomeuncertaintyandincreasingthelevelofsocialtrust．ThisstudyproＧ
videsmicroevidenceforalleviatingtherelativedeprivationofindividualconsumption,improving
thewelfarelevelofresidents,andrealizingcommonprosperity．
Keywords:PublicTransfers;ConsumptionRelativeDeprivation;IncomeRelativeDeprivation;InＧ
comeUncertainty;Social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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